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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对生产率、就业和失业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基于剑桥 Leximetric 数据库的新证据∗

[英]西蒙·迪肯　 [伊朗]卡梅利亚·普尔克曼尼

　 　 内容提要:本研究报告了英、中两国劳动法经济效应的计量分析结果。 关于劳动法的

数据资料,本研究使用 CLD 数据库(Cambridge
 

Leximetric
 

Database)2023 年更新的剑桥商

业研究中心劳动规制指数(CBR-LRI 指数),该指数对 1970-2022 年世界各国劳动法进行

了编码。 CBR-LRI 指数的纵向追踪使本研究能够基于时间序列方法模拟一个经济体的动

态变化趋势。 本研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评估劳动法对效率指

标(生产率、就业和失业)及分配指标(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更严格的劳

动法在英国与就业增加和失业减少相关联,而在中国与生产率提高相关联。 本研究还观

察到,两个国家的劳动法对劳动收入份额均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劳动法规则的特定类型

细化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见,在英国,正向的就业效应与更强的工作时间保护相关联。 评估

研究结果可以认为,这些结果说明,劳动法对于防止英国倒退至低成本、低生产率的经济

很重要,对中国而言则有助于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更普遍的意

义上,本研究表明,有必要对劳动法之于经济影响的标准模型及其衍生的政策建议进行调

整,以达到通过劳动法约束资本、进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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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

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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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 至于说

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

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 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

的唯一基础。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 1 卷第 15 章
 

〔 1 〕

一　 引 言
  

劳动法对经济影响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议。 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对工作日和工

作周时长的法律控制的引入受到当时主流政治经济学的质疑。 其主张在于,这些源于 19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通过的一系列工厂与车间法(Factory

 

and
 

Workshop
 

Acts)的限制性

规定,将有损企业的盈利能力、抑制投资并增加失业。 事实证明,工厂法对技术较为先进

的企业有利,因为它们更容易消化劳动保护的成本,并开启了英国工业生产率和就业不断

提高的时期,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 19 世纪。〔 2 〕 近期以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包括

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重提了反对劳动法的经济学论

点,声称劳动法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和扭曲。 据称,如果企业和国家要在日益全球化

的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采取放松规制和增强劳动灵活性的政策。 然而,这一论点同

样存在局限性:世界银行在其《2015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承认,保护劳动者免受“任意和不

公平对待”的劳动法可以“提高生产率”,而缺乏此类法律规定可能导致“一个经济体的就

业损失,或者失去支持就业的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3 〕
  

目前,关于劳动法经济效应的争论陷入了某种僵局。 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预测:原
则上,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可能会产生诸多效应,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 这种僵局促使

关注点转向了实证分析。 过去,可获得的劳动法资料数据有限,有效性也令人质疑,这些

方法论上的问题阻碍了实证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 不过,随着覆盖世界各国且时间

序列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劳动法新数据来源的开发,数据可获得性问题得到了改善。
  

本研究利用这些新的实证数据资源重新评估有关劳动法对经济影响的争论。 有关劳

动法的证据资料,本研究使用了剑桥商业研究中心的劳动规制指数(Cambridge
 

Center
 

for
 

Business
 

Research
 

Labour
 

Regulation
 

Index,下称“ CBR-LRI 指数”),这是该类数据中最全

面的数据集。 剑桥商业研究中心依据特定的编码准则形成该指数,作为衡量 1970 年至

2022 年间全球 117 个国家(占全球 GDP 总量 95%)的劳动法变化的基准。 这些跨越漫长

时间序列的数据,加上编码过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使得使用一系列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

验有关劳动法经济效应的主张成为可能。 早期使用 CRB-LRI 指数的研究,采用了大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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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
 

Edward
 

Aveling,
 

edited
 

by
 

Friedrich
 

Engels,
 

Charles
 

H. Kerr
 

&
 

Co,
 

1909,
 

pp. 519-520.
 

译者注:本段译文采用中央编译局译版,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46-547 页。
See

 

Katherine
 

Moo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Regulation:
 

The
 

Case
 

of
 

the
 

British
 

Factory
 

Acts,
 

45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61,
  

61-84
 

(2021) .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5:
 

Going
 

Beyond
 

Efficiency,
 

World
 

Bank,
 

2014,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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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板数据评估法律变化的影响。 使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整体情况,但很难从

中推断出对单个国家的效应。 本研究选择了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即基于时间序列分析

劳动法在单个国家内部的效应。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分析法评估

劳动法在国家层面对一些经济变量(即就业、失业、生产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

研究用这一方法对英国和中国进行了分析。 对于英国,总体而言,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的

增强与就业的增加和失业的减少相关。 特定类别的法律制度,包括有关非典型或灵活用

工、工作时间和雇员代表的规定,对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
  

我们解读这些研究结果认为,它们揭示了生产率与某些特定类别的劳动法律制度之

间普遍存在正相关性,特别是那些旨在使非典型或灵活用工形式与所谓的常规或标准劳

动关系对齐、限制工作时间以及保护劳动者免遭任意或不公平解雇的法律。 这些法律通

过增强工作的稳定性,激励企业投入资本设备,从而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同时激

励劳动者对企业所需的特定技能和知识进行投资,并在未来逐步实现回报。 这类法律有

助于解决协商问题,防止企业和劳动者陷入“逐底竞争”的局面,即企业通过降低劳动标

准相互竞争,劳动者则不愿为企业投入时间和精力。 而“逐顶竞争”效应能够助力中国等

快速发展的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向可持续发展,并防止英国等成熟经济体倒退

回低成本但仍是低生产率的劳工体制。
  

下文将展开本研究的论证。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劳动法的经济理论解读,第三部分回

顾实证研究文献的最新发展,第四部分阐述剑桥商业研究中心劳动法数据库如何构建并

概述它所揭示的主要趋势,第五部分呈现本研究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是总结性

评价。

二　 劳动法与经济理论:一场经久不息的论辩
  

虽然劳动法声称其旨在保护劳动者,但可能因导致非自愿失业而最终对劳动者造成

损害,世界银行发布的《2008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突出报告了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观点。〔 4 〕

这种说法的理论依据并不明确。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个信息完全透明、可以无摩擦

订立合同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无需规制介入就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仅靠价

格机制就足够了。 同样,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劳动法在促进职场公正和实现生产收益更公

平分配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倘若价格机制能够畅通无阻地运行,那
么就不存在所谓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重大权衡”问题。〔 5 〕 科斯定理

 

〔 6 〕 的正面表述或描

述性表述指出,只要订立合同没有成本,法律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就不会影响效率。 科斯也

承认,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是虚构的;订立合同必然有成本。〔 7 〕 现实世界中,完全竞争

的劳动力市场既不是常态,也不是法律缺失时的默认状态。 科斯对金融市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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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金融市场之所以具有竞争性,完全是由于各种法律法规的存在
 

〔 8 〕 ———同样适用于劳

动力市场。〔 9 〕
  

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一种脱离法律制度而独立运行的“自然状态”,法律制度具有多种

功能:界定商品、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信息和权力不对称的影响。〔10〕 劳动法在完成这些构

建市场的功能时,既具有公平效应也具有效率效应,二者无法截然分开。 虽然权衡是可能

的,并且应当认识到这些权衡的本质,但公平的规范也能够产生效率效应。〔11〕 公平的规

范可以使订立合同的劳动者和企业双方都能获益,表现为更稳定和生产率更高的工

作;〔12〕 也为整个社会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更高的工资和就业。〔13〕
  

经济学文献已指出,某些特定类别的劳动法规则对社会福利具有若干潜在的正向效

应。 在雇主为垄断者(即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并有能力改变市场结果以谋取私利的情

况下,最低工资法可能同时兼具提高工资与就业的效果。〔14〕 工作时间法规定了工作日、
工作周、工作年的法定上限,有助于促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从而提高生产率。〔15〕 针对不

公平解雇的立法可使企业向劳动者作出可信赖的承诺、促进信息共享,这对于创新型企业

尤为重要。〔16〕 法律规定雇员在企业内部(例如,通过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劳资共决委员

会)与行业或产业层面(例如,通过授权与多雇主集体谈判)享有代表权,可能会促使企业

与劳动者对资本品和劳动技能进行互补性投资。〔17〕
  

有人可能会主张,如果向劳动者提供稳定工作和高工资符合雇主利益,雇主就会这样

做,而不需要法律规制。 因此,为了让劳动者付出额外的努力和忠诚,企业可能会支付

“效率工资”,即在所谓的市场出清工资(market-clearing
 

wage)基础上加价。〔18〕 在经济衰

退时期,雇主可能不愿削减工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挫伤雇员的积极性。〔19〕 尽管雇

主可能会自愿遵守那些由法律强加于他们的劳动标准,但这本身并不能成为反对规制的

理由:劳动法的功能之一是告知雇主良好的实践,并将这些实践普遍化。 此外,在有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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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公共法律规制的缺失可能从一开始就会阻碍有益的合同安排的形成。 例如,当存在

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可能不愿意通过合同保障工作的稳定性,如果这样做会有吸引素质较

低的新员工的风险。〔20〕
  

尽管从不偏离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和原理的角度,可以为规制提

供理由,但政治经济学视角可能有助于揭示劳动法与技术变革关系背后的更多相互作用。
莫斯(Katherine

 

Moos)对英国工厂法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进行了解读,强调立法在克服私主

体面临的社会性协商或“集体行动”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21〕 她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对于企业长期维持资本积累至关

重要。 有效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需要支付维持生活的工资、限制工作日和工作周时长等。
然而,在英国实行工厂制度的最初几十年里,雇主所采取的策略是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

女和儿童来替代工资更高的成年男性。 尽管这有悖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对于单个

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在统一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任何提供更短工作周和不雇用童工

的企业都会面临竞争对手的价格打压。 反观工人阶级家庭,如果让儿童和达到工作年龄

的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就难以维持社会标准状态下生活所需的工资,因为只靠男性一个

人的工资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 其结果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都在“逐底竞争”,一方面

造成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导致生产率增长相对放缓。 这种模式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持续存在。

  

第一批工厂法于 19 世纪 30 年代通过,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得到更有效执行并扩展

适用至所有工业部门的企业,确立了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因为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条件

得到了改善,平等竞争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因为资本投入和技能培养

带动了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平等竞争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 正如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厂制度的论述所指出的,规制有利于技术更先进的企业,同时使

那些难以通过技术和组织改进应对工作时间限制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22〕 在法律出台前

的 1780 年至 1840 年期间,工厂各部门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长了 46%,而在 1840 年至 1900
年期间这一增长率翻了一番。 在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也有所提高。 工作日

的缩短非但没有减少企业利润,反而使企业利润建立在一个更为稳定的基础之上。〔23〕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劳动法是从工业体系外部强加的外生性干预,不如说是对资本

主义发展所产生危机的内生性反应。〔24〕 将劳动法视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结构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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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性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波兰尼所说的工业社会的“双向运动”,
 

〔25〕 即规制

往往紧随自由化出现。 与此同时,从历史视角来看,规制体系并不一定是稳定的,它们可

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稳定性或变得碎片化。 尽管资本方在劳动力市场规制方面存在集

体利益,但如果单个企业可以从规避法律约束中获利,它们就会设法这样做。
  

由于适用范围有限(不适用于成年男性工人),英国工厂法留下了复杂的遗产。 到 20
世纪初,约定更短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集体协议取代了这些法律。 然而,集体协商延续了父

权制规范,把男性养家糊口的工资定位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 事实证明,在缺乏立法支持

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集体协议易受商业周期以及技术和组织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影

响。〔26〕 20 世纪中叶,在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开始瓦解,
这暴露出缺乏一个有效的法定工作时间底线是有问题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曾是对

工作时间进行成文法规制的先驱,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却成为发达国家中对工作

日和工作周规制最少的国家之一。
  

英国工厂法的情况表明,虽然规制总体上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但
规制体系很容易衰退和瓦解。 问题并不在于劳动法过于“僵化”,而在于从一种生产方式

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型时期集体行动问题会重演,从而破坏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制基础。
特别是当法规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是选择性地适用于某些行业、职业领域和社会群体,
以及规制性控制的范围因技术和组织变革而受到质疑时,情况更是如此。 为工资和工时

设定普遍标准,适用于所有企业和行业,使之成为“非竞争因素”,同时适用于全部而不是

部分工薪阶层,更有可能经受住碎片化的压力。〔27〕
  

简言之,无论是依赖于形式化建模和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

学,还是采用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各
种经济学理论都承认了劳动规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理论研究表明,劳
动法面临一个显著的障碍,即社会性协商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首先妨碍普遍性标准的形

成,还可能导致标准建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瓦解。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劳动法体系在

实践中是如何塑造经济变化和发展的,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设计得足以抵御碎片化

的压力。

三　 实证研究:不断变化的共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关于劳动法经济效应的问题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这与一些国际

机构,尤其是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密切相关,它们倡导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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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放松规制的政策,认为这将增加就业与减少失业。 经合组织在《1994 年就业研究报

告》中指出,过度严格的就业保护法、强大的工会和丰厚的社会保障福利,是造成结构性失

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经合组织的“就业战略”鼓励各国减少对不公平解雇的法律保

护,并提倡使用固定期限工作和临时工作来代替长期工作或无固定期限工作。〔28〕 2003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敦促各国降低法定就业保护的水平,并将其

作为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29〕 几年后,世界银行也效仿了这种做法,在其发布的《2008 年

营商环境报告》中声称,“许多国家走上了过度僵化的歧路,这对企业和劳动者都不利。”〔30〕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倾向于支持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立场。 然而近来,支持对劳动力市场放松规制的共识已出现裂痕。
布兰卡乔(Emiliano

 

Brancaccio)等人进行的一项元分析显示,在 1990 年至 2019 年期间发

表的 53 篇研究就业保护对就业和失业影响的论文中,仅有少数(28%)支持共识观点。〔31〕

多数论文(51%)得出的结果与共识相悖,其余论文的结论则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共识。 21
世纪前十年,研究结果与共识不一致的论文数量有所增加。 布兰卡乔等人的研究基于元

回归分析,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发表偏见,即期刊倾向于发表与现有理论相符的研究结果。
  

早在 21 世纪初就有论文发现,就业保护法律以及有关劳动者话语权和代表权的法律与

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32〕 近期的论文指出,就业保护法律与高科技企业的专利活动和发展

存在正相关性,〔33〕 劳资共决法律制度与资本投入也呈正相关。〔34〕 另一方面,对固定期限

工作和临时工作的放松规制与创新之间呈负相关。〔35〕 研究还表明,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为样本,劳动保护法律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之间存在正相关性,〔36〕 针对中国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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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定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7〕 还有研究发现,各类劳动法规则有助于促进收入

平等,〔38〕 并且在国家具备高效治理能力与法治认可的情况下,还能够减少非正规就业。〔39〕
  

综观实证研究文献的趋势,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演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

初认为劳动法对经济有负向影响的共识,到 21 世纪前十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矛盾看法,
再到最近的研究表明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标准对生产率和分配具有一些正向效应。 在此背

景下,本研究现在可以更深入地审视最新版本 CBR-LRI 指数提供的劳动法数据。

四　 描绘劳动规制:2023 年更新的 CBR-LRI 指数数据集

(一)目标和基本原理
  

2005 年前后开发 CBR-LRI 指数的初衷,是为了填补当时可用的指数覆盖面有限所造

成的知识空白。 经合组织的就业保护指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仅对解雇法和规范灵活

就业形式的法律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编码;且即使在劳动法的这些领域,其覆盖范围也不全

面,因为这些指标侧重于经济性解雇,而不包括违反纪律或其他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40〕

博特罗(Juan
 

Botero)等人编制的指数
 

〔41〕 比经合组织的指数覆盖面更广,包含了诸多劳动

法领域的一系列完整指标,包括解雇法,该文作者所称的“替代性劳动合同” ( CBR 指数

中称“不同就业形式” ) ,以及关于工作时间、雇员代表和工业行动( industrial
 

action)的

法律;但该研究没有提供时间序列。 CBR-LRI 指数涵盖了博特罗等人确定的相关法律

领域,还提供了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编码;在构建这些指标的过程中,基于

博特罗等人提出的指标增加了新的指标,并使编码准则更加细化,以便捕捉更多信息。
CBR 指数最初通过一项探索性研究覆盖了 5 个国家,〔42〕 2010 年代中期扩展到目前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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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43〕 随着 2023 年的更新,该指数使用现有准则对这 117 个国家进行了编码,时间

覆盖范围从 1970 年延伸至 2022 年。〔44〕
  

由于 CBR-LRI 指数覆盖年份和国家的广泛性,以及对劳动法律制度编码的全面性,
该指数是目前全世界劳动法统计分析领域最全面的数据来源。 在全面性上,唯一能与

CBR-LRI 指数相提并论的是世界银行推出的“雇佣劳动者指数” ( Employing
 

Workers
 

In-
dex),但由于其所属的“营商环境报告” 项目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稳健性存疑,该指数在

2021 年停止了更新。〔45〕 CBR-LRI 指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是更广泛的数据序列———剑

桥 Leximetric 数据库的一部分,该数据库使用类似的技术对公司法和破产法的变化进行

编码,从而为分析更广泛的规范商业企业的法律的效应提供了一套通用的方法。

(二)编码方法:构建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CBR-LRI 指数的设计遵循了开发“合成” ( synthetic)指数的指导方针,其依据是 2005
年由经合组织首次出版,〔46〕 随后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的共同资助下再次出版的《构

建复合指标手册》中提出的“构建效度”原则。〔47〕 CBR 指数包含 40 个指标,每个指标都

指向一个特定的劳动法规定,例如劳动关系的定义、正常工作周的长度以及发动合法工业

行动的程序要求等。 这 40 个指标又分为 5 个子指数,对应不同的规制领域,分别是规范

不同就业形式、工作时间、解雇保护、雇员代表和工业行动的法律。 每项指标都有一个预

先设定的“编码准则”,指导编码者如何对一个特定的法律规定打分。 编码准则包含“测

量量表”,可以根据某项规定的保护程度打高低不同的分数。 CBR-LRI 指数使用 0-1 分

制量表,其中分数越高,表示对劳动者的保护越充分。
  

编码过程是由“人工”操作完成的,也就是说,由指数的编纂者———在劳动法和比较

法领域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学学者———阅读相关法律制度,并为每个“国家—年份”单位

确定一个共同认可的分数。 法律文本主要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 NATLEX 数据库和类似

的可在线访问的国家级数据库。 当在线无法获取文本时,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已废止的法律,则通过法律图书馆的纸质资料或在某国专家的帮助下查找。
  

一旦为各个指标确定了分数,就可以对这些指标进行汇总或平均,从而产生每个指数

和整个指数的总体得分。 法律是按国家—年份进行编码的,因此对于每个指标,在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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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2 年期间(指数所涵盖的年份),每个国家和每一年份都有一个唯一的分数。 与

数据电子表格一同发布的编码手册全面解释了如何应用编码准则生成的相应分数。 数据

和编码手册都是公开的,可在线查阅。

(三)描述性数据:2023 年更新版指数所揭示的趋势
  

现在可以描述来自法律编码的结果。 图 1-图 3 的数据均来自 2023 年更新的 CBR-
LRI 指数,纵轴以 0-1 为单位衡量劳动者保护强度,分数越高表示保护水平越高;横轴表

示年份。 图 1 显示了所有国家和所有年份的总分趋势,总分即 5 个子指数的平均值,涵盖

了全部 40 项指标。 可以看出,劳动者保护水平在稳步、渐进且或多或少持续地上升。 鉴

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着力强调对劳动力市

场放松规制的好处,以及具有灵活性的劳动政策在许多国家流行,这一结果或许出人意

料。 这种稳步上升的趋势似乎也与一种说法相矛盾,即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起

非正规就业和近年来平台用工的兴起,劳动法正变得过时、多余。 这一趋势是平均值,它
将经历了相当重大变化的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抽象化了,而其中一些变化是放松规制;全球

平均值抹平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 尽管如此,图 1 仍清楚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劳

动法的保护性内容总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减少。

图 1　 劳动规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所有国家,所有年份

图 2 和图 3 呈现了本研究涵盖期间英国和中国劳动法保护趋势的更详细信息。 这些

图形展示了每个子指数的趋势,并显示了总分。
  

英国的趋势图(图 2)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劳动保护显著恶化,这尤其与关于工作时

间的法律和集体劳动法(关于雇员代表和工业行动的法律)的变化相关联;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劳动保护水平有所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盟标准的影响。 1998 年

实施的《欧盟工作时间指令》(EU
 

Working
 

Time
 

Directive)使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废除

的工作时间保护性规定得以部分恢复。 此外,英国还采纳了涉及非全日制工作、固定期限

工作和劳务派遣工作领域的相关指令,导致“不同就业形式”的得分大幅上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今,解雇保护基本保持稳定。 近几年的编码结果显示,英国最高法院对

Uber 案判决的影响显现为“不同就业形式”得分的上升,该判决确认了平台工人具备足够

的受雇地位,可以主张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保护;而另一方面,限制工业行动权的法律的

引入则导致了相关得分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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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英国的劳动法

  

图 3 将中国的得分分为总得分和 5 个子指数的得分。 中国法律的编码始于 1986 年,
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通过的年份。 与工作时间规制和解雇保护相关

的子指数的得分,是随时间推移而上升最为明显的。 这些变化主要反映了 2007 年通过的

《劳动合同法》的影响。 “不同就业形式”的得分体现了 2021 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影响。 虽然“指导意见”本身不是立法,但鉴于其

在判定劳动者身份标准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与法律相似,所以也对此进行了编码。 近期的

司法判决也纳入了考量。 中国的编码结果还显示,按照国际标准,涉及劳动者参与共同决

策过程的标准在中国被赋予了相对重要的地位,集体劳动权在中国也得到了承认。

图 3　 中国的劳动法

五　 使用剑桥指数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计量经济学方法:假设、数据和回归分析法
  

本文下一步是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识别关键变量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并得出

相应的因果推断。 本研究所要验证的假设是,劳动法的变化在分配和效率层面对经济都

产生影响。 具体而言,本研究要验证这样一种假设:更严格的劳动法会导致国民收入中用

于工资和薪金的份额相对于分红和利润的份额增加(分配效应),并且生产率和就业会提

升,失业会下降(效率效应)。
  

为进行本次分析,自变量或原因变量设定为法律规制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通过

CBR-LRI 指数的得分来衡量。 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即劳动收入份额、生产率、失业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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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

国际劳工组织 ILOSTAT 数据库。 这里的生产率以每小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水平来衡量。
  

CBR-LRI 指数的纵向覆盖范围长达数十年,因此可以运用适合于识别经济体中的长

期结构性变革的时间序列技术。 这种时间序列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可对各个国家进行颗

粒度更细的分析。
  

CBR 指数衡量的是“规范性”法律,即基于法律文本内容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实际执

行的法律;后者很难以可靠的方式衡量。 在劳动法的执行问题上,本研究没有通用的、统
一的可用数据资料。 就更广泛的制度环境而言,能够衡量法治或尊重法律程度的数据集

可以作为控制变量,用于评估法律变化的影响。 由于本文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是以国家为

单位进行的,因此不同国家之间在法律执行情况和尊重法律程度方面的差异问题并不那

么突出。
  

本研究运用了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分析法,这种方法旨在为国家

经济的动态演变状况建模。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们不会对变量随时间变化的

相应顺序作出过强的先验假设,而是允许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序列中自然显现。 在

本研究所使用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到某一变量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其

过去或滞后值有关,以及它与其他变量的变化及其滞后值之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的结果以脉冲响应函数呈现。 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了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

化的动态响应的模型,〔48〕 其结果以图形的形式展示。 每个图形的横轴表示发生影响的时

间段,纵轴表示影响的大小和方向。 如果回归线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高于零值,则表明原

因变量(此处指劳动保护的增强)对结果变量(生产率、就业、失业或劳动收入份额)产生

了正向影响。 变动的幅度表示经济变量对法律变量发生变化的响应程度。 更准确地说,
纵轴显示的单位反映了对于自变量值发生一个单位标准差变化所产生的响应幅度。

  

鉴于该模型的固有属性,本研究预期回归线在一段时间后会归零。 收敛归零并不必

然意味着最初的正效应随后变为负效应;实际上,这表明影响本身正在逐渐消散。 回归线

的斜率可以表示该效应的持续时间是长还是短。 在收敛达到零点之前,一系列正负效应

可能会交替出现。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能够揭示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相关性,至少在识别先后关系的

意义上是如此:当观察到某种影响时,就证明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在较早时期的变化作

出了响应。 这种所谓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Granger
 

Causality)利用了数据中存在的滞后

值或过去值。〔49〕 说一个变量是另一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意味着第一个变量的过去

值有助于预测第二个变量的当前值,并且考虑了第二个变量的过去值对其当前值的影响。
附录部分更正式地描述了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图形中的中心线来呈现,两侧的带状区域(图中的阴影部分)表示

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如果零值(表示没有效应)落在该置信区间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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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通常可以推断,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即无效应的假设)不能被排除。 如果包含零值

的置信区间较宽,应将这样的结果视为最多是暂时性或探索性的。 尽管如此,这类结果并

非没有意义,因为它们可能揭示了影响方向和效应持续时间,并且可以用来解释或补充那

些零假设可以被更为确凿地排除的研究发现。
  

相反,应牢记的是,零效应落在 95%置信区间外,并不表示该结果有 95%的可能性是

真实的。 这种情况意味着,倘若假设成立,那么该结果具有偶然性的概率非常低。 假设首

先必须是基于一定理由作出的。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先验在统计分析中不仅是可取的,而
且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当通过一个在零值线之上移动的脉冲响应函数观察到劳动法对

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时,单凭统计关联本身并不足以得出这种影响实际存在的结论。 只

有将统计结果与理解这一现象的先验性理论相结合,才有理由认为,所得到的结果是存在

真实因果关系的证据。
  

也有学者称,这种统计过程更擅长揭示“原因导致的影响”,而不是“导致影响的原

因”。〔50〕 这意味着,统计技术能够识别一个变量是否对另一个变量产生影响,无论是正向

还是负向的影响,都能通过数值差异体现出来。 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劳动法对生产率产生了何种影响。 然而,我们无法通过这些手段观察到生

产率提高的总体原因。 生产率这样的现象极有可能是多种因素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的结

果。 如果一个复杂的现象是“过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它同时是多个充分原因的结果时,
那么通常不能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原因是独一无二或不可或缺的,即没有这个原因就不可

能产生这种影响。 例如,鉴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劳动规制不太可能是促进生产率

提升的必然原因。 但是,劳动法有可能对生产率及相关经济结果产生正向的贡献,而这正

是我们的分析所试图揭示的。
  

从统计关联中发现因果关系,涉及结果发现与所要检验的假设或模型之间一定程度

的相互作用。 如果观察到某种类型的关联,就有可能确认或在必要时修正进行实证研究

的模型。 归根结底,“在统计学上,寻找因果解释是试图改进我们的模型,以便再现我们

在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各种模式”。〔51〕

(二)实证结果:估算劳动法对英国和中国就业、失业、生产率及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

根据以上方法,本研究基于相关数据得到图 4-图 10。〔52〕 在这些图形中,中间的曲线

显示劳动法总体及 5 个子指数对相关变量的影响,阴影区域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每个

图形的横轴表示发生影响的时间段,纵轴表示影响的大小和方向。 各图中的标题内容依

次为用于标识的 irf 文件、冲击变量、响应变量。 以图 4a 为例,标识的 irf
 

文件 IRFUKL2,
即英国劳动法(总体)冲击劳动收入份额的脉冲响应函数;冲击变量 Dall,即英国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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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一阶差分;响应变量 Dlaborshare,即劳动收入份额的一阶差分。
  

我们首先展示英国的研究结果。 在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法总体上(即所有 5 个

子指数的总得分)对相关变量的影响。 我们观察到,劳动法对就业有正向影响,对失业有

负向影响。 在就业与失业的情况下,水平的零值线落在了置信水平为 95%的置信区间之

外。 这些效应相当明显:劳动法得分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单位(意味着法律变得更加保护

劳动者),就业增加和失业减少的幅度,都会产生几个数量级的变化。 我们还看到,这些

效应具有持续性:就业与失业情况下回归线的斜率都很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以及所呈现的每一幅脉冲响应函数图中观察到的,并不是

任何单一法律变化的影响,而是我们所掌握的 53 年数据资料的平均影响。 总体而言,该
指数记录了在此期间劳动法规则发生的 70 多次变化,其中约有一半增强了对劳动者的保

护,另一半则减弱了保护。
  

就生产率而言,我们看到,劳动法对其在开始一段时期产生负向效应,随后开始增长,
这导致函数收敛前劳动法整体上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非常小。 零值线仍位于 95%的置

信区间内,因此不能排除无效应的零假设。 至于劳动收入份额,我们观察到一个较小的正

向效应,并且较宽的置信区间内也包含了零值线。
  

根据劳动法的总体得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会带来就业的增加

和失业的减少。 对生产率的结果则不太明确:回归线最初下降,随后反弹,导致总体增幅

非常小,且统计显著性较低。 劳动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过小且统计上不确定,因此无

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图 4　 英国劳动法(总体)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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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子指数的研究结果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某些类型法律的影响(见图 5-9)。
我们观察到,工作时间法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它们增加了就业并减少了失业,这
与前述劳动法总得分的结果一致。 在其他领域,尽管置信区间较宽,我们无法明确排除影

响为零的可能性,但可以观察到一些趋势。 就不同就业形式和雇员代表的子指数而言,我
们观察到就业增加和失业减少的趋势。 唯一与失业呈正相关的子指数是关于工业行动的

法律规定。 至于生产率方面的影响,则呈现较为复杂的图景。 有关工作时间、雇员代表和

工业行动的法律最初使生产率下降,随后又开始回升。 这表明,企业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

规制的加强作出了负面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企业适应新的规制体系后,生产率随

着劳动的更高效使用而提升。 就劳动法的分配效应而言,工作时间和工业行动指标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

图 5　 英国不同就业形式法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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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英国工作时间法规的影响

图 7　 英国解雇保护法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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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英国雇员代表法规的影响

图 9　 英国工业行动法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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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中国的总体研究结果(见图 10)。 这些结果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生产

率在最初下降后也有所提升。 失业在初期增加,随后减少。 对于就业,没有明确的结果。
虽然所有这些结果都受到较宽置信区间的影响,但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劳动法对劳动收

入份额有正向影响,尽管其对效率的影响有所滞后,但也是正向的,表现为在经历最初的

负面“冲击”之后,生产率上升、失业减少。

图 10　 中国劳动法(总体)变化的影响

(三)评估
  

总结我们的研究结果,最具统计稳健性的发现如下:在英国,劳动保护与就业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在中国,劳动保护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评估这些结果时,对
于英国而言,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业增加和相应的失业减少是否是通过提高生

产率实现的。 从劳动法的总体得分层面看,这一点尚不明确,因为我们没有获得生产率方

面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而且无论如何,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生产率整体上受到了影

响。 另一方面,当我们审视各个子指数时,可以观察到关于工作时间、雇员代表和工业行

动的法律,对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这些法律对生产率的正向效应表明,工作时间控

制对就业的促进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将现有工作分配给更多雇员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提高

劳动质量和组织效率来实现的。 集体劳动法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鉴于劳

动者话语权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有关雇员代表的法律规定有望提升企业层面的业绩。
保护工业行动权的法律使劳动者能够捍卫其劳动条款与条件,抵制雇主试图降低这些条

款与条件的做法,因而可能在约束资本方面发挥作用,使企业以低工资方式维持盈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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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变得代价高昂。 关于工业行动的法律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呈正相关,也与失业的增

加呈正相关,这表明在英国的背景下,对于劳动者而言,分配性收益并不总是一个正和收

益(positive-sum
 

gain)。
  

在中国的背景下,生产率的提高与失业减少存在关联。 就业的情况则不太明确。 但

总体而言,与英国相比,中国的劳动保护与生产率提高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 有证据表

明,法律变化对就业增加的正向影响是延迟的,因为随着劳动保护的加强,失业先增加后

减少。 与之相符的一种观点是:劳动保护的加强作为一种“冲击”,使得企业在初期阶段

通过裁员和用资本替代劳动来应对;而在后期,随着资本密集度提高带来的好处逐渐显

现,企业恢复招聘,就业效应也因企业从生产率提高中获益而呈现正的净值。 还有证据表

明,在中国,更严格的劳动法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相关。
  

我们所报告的研究结果是平均效应,因此无法对任何单一法律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价。
但是,将这些结果置于经济发展和劳动规制的长期趋势背景下来考察,某些模式便显现出来。

  

英国是一个成熟经济体,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全球首个制定工厂雇佣

法律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一段以制造业为核心的

快速工业化进程。 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和 20 世纪最后数十年的中国,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与劳动者保护的加强和完善是同步实现的。 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无疑是劳动权利

立法的有利时机。 但是,因果关系并非仅是单向的:更严格的劳动法也可以促进生产率的

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在本研究涵盖期间,英国的劳动法经历了高度波动,发生了众多变化,可划分为三个

明显不同的阶段:1970 年至 1979 年的劳动者保护水平上升期,1980 年至 1995 年的保护

水平下降期,以及其后相对稳定且大部分持续的恢复期;然而,这一恢复期并未使劳动者

保护的总体水平回到 1979 年之前的状态。 劳动收入份额从 1979 年起急剧下降,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再次回升,又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跌落,但自 2013 年以来一直在上

升。〔53〕 这一时间线表明,劳动者保护和劳动收入份额往往同步上升,结合我们发现的劳

动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推断劳动法能够为劳动者带来正向的分配效

应。 中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劳动收入份额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下降,随后首次在 2008
年发生逆转,并在 2010 年后回升更为明显。〔54〕 有研究认为这种变化可归因于法定最低

工资标准的提高,〔55〕 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也是《劳动合同法》生效的年份。
  

在本研究涵盖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生产率提高速度一直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56〕 1979 年之前,英国劳动法对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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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水平总体上与其他西欧国家相当。 然而,自那以后,英国劳动法的保护力度和生产

率都落后于西欧国家平均水平。 尽管英国生产率表现相对较弱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

资本投资不足和公共基础设施薄弱,但相对宽松的劳动法也是一个促成因素。 对于英国

而言,存在退回到低工资、低生产率体制的危险;在这种体制下,经济疲软会成为削减劳动

保护的借口,或者至少是不再加强劳动保护的托词。 如此,劳动法会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

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正处于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同阶段。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劳动生

产率一直在稳步提高,尽管与更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仍有差距。〔57〕 劳动生产率被认为在助

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8〕 在此背景下,保持并在可能的情况

下扩展现有劳动法所保障的基础权利,对于维持中国的生产率表现及其渐进的分配效应

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六　 结 论
  

本文使用了 2023 年更新的剑桥 Leximetric 数据库提供的最新证据资料,探讨了劳动

法的经济效应问题。 该数据库中的 CBR-LRI 指数,对 1970 至 2022 年间全球劳动法变化

进行了编码。 我们采用基于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劳动法的变化对四个经

济指标是否具有因果影响。 其中三个指标与效率有关:生产率、就业和失业。 第四个指标

是劳动收入份额,衡量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益分配。
  

我们分别对英国和中国进行了研究。 这使本研究能够识别数据集所涵盖的时间段内

(1970 年-2022 年),每个国家劳动保护水平提高的平均效应。 关键发现如下:对于英国,
更严格的劳动法与就业增加、失业减少相关联。 对于中国,更严格劳动法与生产率提高、
失业减少相关联。

  

数据集也使本研究能够识别特定类型劳动法规则的影响。 对于英国,研究发现更严

格的劳动法在增加就业方面的效果,最明显的是关于工作时间的法律。 我们还发现,两国

的劳动法都倾向于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在英国,这一效应与关于工作时间的法律

联系最为密切,也与保护工业行动权的法律相关联。
  

劳动法能够对就业和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发现,似乎与过去几十年国际机构(特

别是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相矛盾,但这一发现

与研究文献中正在形成的共识一致,也与这些机构近年来在制定政策建议时表现出的更

强中立性一致。 这一结果也得到了理论支持。 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劳动法在确保资本

得到更有效利用方面发挥着作用。 现在正是政策制定者考虑一种新共识的时机,即将劳

动法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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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评估劳动法对若干经济变量(就业、失业、生产率

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法律变量依次对每个经济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两个变量 X1 和 X2 的二元线性自回归模型(bivariate
 

linear
 

autoregressive
 

model)形式

如下:
X1(t) = 􀰑p

j = 1
A11,jX1(t - j) + 􀰑p

j = 1
A12,jX2(t - j) + E1(t)

X2(t) = 􀰑p

j = 1
A21,jX1(t - j) + 􀰑p

j = 1
A22,jX2(t - j) + E2(t)

  

其中 p 是最大滞后期数,矩阵 A 包含模型的系数,E1 和 E2 是残差(residuals)。
  

如果 E1(或 E2)的方差(variance)因第一个(或第二个)方程中包含 X2(或 X1 )减小,
就可以得出 X2(或 X1)是 X1(或 X2)的“格兰杰原因”。〔59〕 换言之,如果 A12 中的系数集合

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认为 X2 导致 X1,这可以通过 F 检验(F-test)来验证 A12 = 0 的原假设。
  

基于上述方程,A(L)yt=εt,其中 L 是滞后算子,定义为 Lyt = yt-1,A(L)= Ik -A1L-…-

ApLp 是矩阵多项式(matrix
 

polynomial),在此框架下,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将 εt 的一项因子

(factor)设为 1,所有其他因子设为 0,来定义 yt 对该脉冲的响应。

[本文为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

“工作中的数字未来研究中心”(Digital
 

Futures
 

at
 

Work
 

Research
 

Centre)(ES / S012532 / 1)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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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abour
 

Laws
 

on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the
 

Labour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Analysis
 

of
 

New
 

Evidence
from

 

the
 

Cambridge
 

Leximetric
 

Database
[Abstract]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labour
 

laws
 

in
 

the
 

UK
 

and
 

China.
  

For
 

data
 

on
 

labour
 

laws
 

we
 

draw
 

on
 

the
 

2023
 

update
 

of
 

the
 

CBR-LRI
 

in-
dex,

 

part
 

of
 

the
 

Cambridge
 

Leximetric
 

Database,
 

which
 

codes
 

for
 

labour
 

laws
 

around
 

the
 

world
 

between
 

1970
 

and
 

2022.
 

The
 

dataset
 

reveals
 

long-term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labour
 

laws
 

in
 

over
 

100
 

countries.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UK
 

case,
 

it
 

indicates
 

considerable
 

volatility
 

o-
ver

 

time.
  

The
 

1980s
 

were
 

a
 

period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in
 

worker
 

protec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collective
 

labour
 

law
 

rights
 

concerned
 

wit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collective
 

bar-
gaining

 

and
 

industrial
 

action.
  

A
 

revival
 

of
 

protections
 

began
 

in
 

the
 

1990s
 

but
 

was
 

mostly
 

associ-
ated

 

with
 

individual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working
 

time
 

rights,
 

with
 

European
 

Union
 

law
 

a
 

major
 

influence
 

in
 

this
 

period.
 

The
 

dataset
 

captures
 

recent
 

changes
 

in
 

the
 

regulation
 

of
 

platform
 

work,
 

including
 

the
 

UK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Uber
 

(2021),
 

which
 

clarified
 

the
 

issue
 

of
 

employment
 

status
 

in
 

workers’
 

favour.
  

Turning
 

to
 

China,
 

the
 

index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Labour
 

Contracts
 

Act
 

of
 

2007
 

in
 

strengthening
 

working
 

time
 

and
 

dismissal
 

protec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platform
 

work
 

of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Protecting
 

Workers
 

in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adopted
 

in
 

2021.
 

The
 

longitudinal
 

coverage
 

of
 

the
 

CBR-LRI
 

enables
 

us
 

to
 

use
 

time-series
 

techniques
 

which
 

model
 

dynamic
 

changes
 

in
 

an
 

economy
 

over
 

time.
  

We
 

employ
 

im-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labour
 

laws
 

on
 

indicators
 

of
 

efficiency
 

(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nd
 

distribution
 

(labour’s
 

share
 

of
 

national
 

in-
come).

 

We
 

find
 

that
 

stronger
 

labour
 

laws
 

in
 

the
 

UK
 

are
 

associated
 

with
 

rising
 

employment
 

and
 

fall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ose
 

in
 

China
 

are
 

associated
 

with
 

rising
 

productivity.
  

We
 

also
 

ob-
serve

 

positive
 

impacts
 

of
 

labour
 

laws
 

on
 

the
 

labour
 

share
 

in
 

both
 

countries.
 

Breaking
 

down
 

our
 

results
 

according
 

to
 

particular
 

types
 

of
 

labour
 

law,
 

the
 

positive
 

employment
 

effect
 

we
 

see
 

in
 

the
 

UK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working
 

time
 

protections.
  

Assessing
 

our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they
 

speak
 

to
 

the
 

importance
 

of
 

labour
 

laws
 

for
 

avoiding
 

regression,
 

in
 

the
 

British
 

case,
 

to
 

a
 

low-cost,
 

low
 

productivity
 

economy,
 

and,
 

in
 

China’s
 

case,
 

for
 

helping
 

bridge
 

the
 

‘middle
 

in-
come

 

gap’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e
 

generally,
 

our
 

findings
 

imply
 

the
 

need
 

for
 

adjust-
ment

 

to
 

standard
 

models
 

of
 

the
 

role
 

of
 

labour
 

laws
 

in
 

the
 

economy
 

and
 

to
 

the
 

policy
 

advice
 

which
 

they
 

generate,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labour
 

laws,
 

by
 

disciplining
 

capital,
 

contribute
 

to
 

its
 

more
 

productive
 

use.
 

The
 

finding
 

that
 

labour
 

laws
 

can
 

have
 

positive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
ty

 

effects
 

might
 

seem
 

to
 

contradict
 

much
 

of
 

the
 

policy
 

advice
 

given
 

by
 

international
 

agencies.
  

It
 

would
 

be
 

timely
 

for
 

policy
 

makers
 

to
 

consider
 

a
 

new
 

consensus,
 

in
 

which
 

labour
 

laws
 

are
 

seen
 

as
 

having
 

a
 

core
 

role
 

to
 

play
 

in
 

en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责任编辑:余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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